
第 26 卷第 2 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26 No.2 
2020 年 3 月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S)                        Mar. 2020 

DOI: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20. 02. 012 

 

西方代表性官僚制理论的局限及超越 

——基于地区−民族匹配视角下民众对地方政府信任水平的考察 

 

武俊伟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基于 CGSS2010 数据，分析地区情境中的民族代表性与地方政府信任水平间的关系，以检验并反思代表性

官僚制在中国的应用与限度。研究发现，增加地区因素后，代表性官僚制的作用机制和作用强度发生了变化，不

同地区情景下的汉族民众和少数民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存在差异。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民众对地方政

府的信任程度高于汉族民众；在汉族地区，少数民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仍然显著高于汉族民众。另外，少数

民族地区汉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亦高于汉族地区民众。西方代表性官僚制对此现象不能提供合理的解

释，结果证实官僚代表性程度并非是衡量代表性官僚制的唯一标尺，这意味着代表性官僚制存在可拓展的空间。

为此，构建了以官僚代表性程度与利益实现程度为标尺的代表性官僚制理论，从而增强理论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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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代表性官僚制是现代公共行政研究的一项重要议

题[1]。代表性官僚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政治民

主、政府开放以及社会公平的发展程度[2]，因而被视

为是理解现代政治与政府的重要切入点。西方学者对

代表性官僚制的研究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从最初关

注政府公务员构成及代表性[3−4]，逐渐拓展到政治民

主、政府合法性、政策选择与执行[5−6]、公共组织绩   

效[7]、社会弱势群体[8−11]等论域，并在理论上取得重要

创见[12−14]。然而西方相关的研究是从社会弱者(少数族

裔、妇女等)的视角开展的，并假定社会弱势群体的诸

多特征不会随着社会情境而发生变化。这些研究的局

限性表现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情境进行模糊化

处理，忽视其在不同地区情境中的状态。事实上，情

景变量可能会影响代表性官僚制的水平[15]。情景变

量，尤其是地区情境变量应是对代表性官僚制进行考

量的重要因素。遗憾的是，西方相关研究者并未就此

展开过多的讨论。 

在我国，对代表性官僚制的研究也尚未引起学界

应有的关注。目前，仅有少量引用代表性官僚制的文

章，这表明该论题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仍有拓展的空

间。近年来相关研究者逐渐开始关注少数民族利益的

实现问题，特别是其利益代表和政府信任。有研究指

出，国家在开发和利用边疆民族地区矿产资源的过程

中，有些少数民族的利益未得到有效保障，由此产生

利益剥夺感[16]，诱发边疆群体性事件[17]，影响其对当

地政府的信任。另外，伴随城镇化发展流入汉族地区

的少数民族，囿于户籍及属地管理的限制，其利益或

难以被流入地政府所代表，且有可能受到不公正对待，

增加对当地政府的不信任[18−19]。以上研究表明，无论

是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还是流入汉族地区的少数民

族，其利益可能在地方政府未得到很好的代表，由此

降低他们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与此相反，一些实

证研究却发现少数民族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要显著高于

当地汉族[20−22]。有关少数民族代表性与政府信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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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相互矛盾的看法，尚未得到清晰解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民族在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一律平等。就政治地位而言，

现阶段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日臻完善，确保

各少数民族至少有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并且全国人大

代表中少数民族的占比已超过少数民族占全国总人口

的比例。虽然宪法和法律赋予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同样

的发展权利，但是该权利的实现还要依赖与民众生活

紧密联系的地方政府对各民族发展权利的分配与关

照。因此，地方政府中的官僚代表性显得极为重要，

这亦是本文关照的一个现实问题。 

本文通过探究不同民族的民众和地方政府信任之

间的关系，来观察在增加地区情景因素后，代表性官

僚制实施的结果有何异同，以此检验并反思代表性官

僚制的适用性，进而与西方学界关于代表性官僚制的

研究展开对话。此外，本文也回应了困扰国内研究者

的两个问题：一是少数民族代表性与地方政府信任间

的悖论；二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中的

少数民族代表性问题。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944 年，金斯利在研究英国公务员的构成时指

出，英国公务员队伍的成分实质上反映了社会精英阶

层的构成，忽视了中产阶级代表，且有反民主规则。

为此，他特别强调公务员队伍的社会代表性。金斯利

对官僚代表性的构想推动学界反思公共行政代表性议

题的进程。20 世纪 60 年代，莫舍对代表性官僚制进

行系统化概括，创造性地提出“被动代表性官僚制”

与“主动代表性官僚制”[12]。自此，大量的实证研究

开始检验被动代表性官僚制和主动代表性官僚制在不

同群体[23]、不同行政和政策情景中的联系[24−26]。近来

研究者对象征代表性官僚制表现出极大的研究兴趣并

进行了系统研究[27−28]。当下，学者对少数民族代表性

官僚制的研究基本上遵循被动代表性官僚制、主动代

表性官僚制及象征代表性官僚制的研究路径。 

(一) 被动代表性官僚制 

被动代表性官僚制是指政府部门人员组成应反映

其所服务公民的社会构成，尤其是反映种族、民族、

妇女等弱势群体构成，强调公务员队伍构成多样性，

认为保证多样性才能有效反映不同社会的群体利   

益[29]。它通常以代表比例来衡量公务员队伍的多样性

和代表性，相继发展出一系列测量少数民族代表性和

代表程度的指标[30−32]。大量实证测量均指向少数民族

官僚代表性不足这一事实[33−34]。 

被动代表性官僚制在推进社会公平，提高政府合

法性、公民满意度及政府信任方面作用明显。政府官

僚机构中的被动代表性表达了一种重要的民主价值观

以及服务于社会公平和社会平等目标[14]，对于增进少

数民族对政府的满意度和政府信任具有重要影响。多

数研究表明，政府机构被动代表性越充分，其功能发

挥越好，特别是基于少数民族多样性而采取多样化管

理策略能够提高组织内部绩效[35]。在各种公共或私人

部门，多样性也能产生更好的组织决策和生产力[36]。 

以被动代表性官僚制来看，社会某群体的官僚代

表性比例越高，该群体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则会

越高。相对于汉族，我国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相对较

少，代表比例相对不足。有公开数据显示，少数民族

公务员人数占在全国公务员总人数的 10.7%，但县  

处级以上的少数民族公务员占同级公务员总数的

8.3%①，低于少数民族占总人口 8.49%的比例②。另外，

在对五个自治区现任领导班子的 97 名省部级官员民

族属性的梳理中发现，五个自治区主体少数民族官员

在领导班子中的代表比例远远低于其所占总人口的比 

例③。这从侧面印证了少数民族的官僚代表性相对不

足。由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H1：总体上，汉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

度高于少数民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 

(二) 主动代表性官僚制 

主动代表性官僚制关注公务员队伍的代表性或多

样性能否转化为被代表者的实际利益，即探讨诸如少

数民族、种族、妇女等官僚代表能否真实代表或实现

其所代表群体的利益。戴维•罗森布鲁姆和费瑟斯通豪

指出，被动代表性官僚制是主动代表性官僚制的前提，

主动代表性官僚制通过被动代表性官僚制发挥作   

用[25]，其中性别、民族、种族通常被用来检验主动代

表性官僚制的作用机制。莫舍是较早对被动代表性官

僚制和主动代表性官僚制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学者，

之后的研究者[23]以警务治安为例，发现在性犯罪过程

中，妇女受害者更愿意选择向女警官报案，而女警官

在提交报告和履行性犯罪法律方面也显得更加积极。

Hong 的研究也发现，警力中增加少数民族警官的比例

会减少警官的不当处理行为[37]，该研究结论有力佐证

了主动代表性官僚制。 

较多的研究表明少数民族官员与政策行为之间具

有某种联系。官僚队伍中的少数民族官员通过改变其

他政策参与者的行为，可以实现其所代表的少数民族

的群体利益[38]。不仅是行为，主动代表性官僚制可以

通过少数民族公务员的社会背景、态度或共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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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来使被动代表性官僚制发挥作用[29]。赛尔顿指出，

少数民族官员更有可能认为自己对支持少数民族利益

负有特殊责任，所以更有可能制定出对少数民族有利

的政策[39]。 

(三) 象征性代表官僚制 

象征性代表官僚制认为，公务员的个人特征、经

历、态度以及共享的价值观念等因素会自动转化为公

民利益，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政府信任水平，而不需

要官僚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23, 40−41]。多项研究证实了

提供职业康复服务的顾问同样是退伍军人时，接受职

业康复服务的退伍军人满意度会显著提高[41]。随后，

研究者揭示了象征性代表官僚制的作用机制[42]。象征

性代表官僚制对公民与政府合作意愿[43]以及公民对

政府的信任均存在显著影响[14]。例如，在对少数民族

研究中发现，警局中的非裔美国警察加强了非裔美国

人对警察的信任，从而为社区执法机构创造合法性。

象征性代表官僚制通过影响少数民族群体的态度和行

为，提高了少数民族群体的政府信任。 

为保障少数民族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

自治法》对官僚机构少数民族的代表性做出了硬性规

定。目前“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行政首长全部由

少数民族干部担任，少数民族干部比例普遍接近或超

过少数民族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④。制度化规定

为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代表性提供了制度保障，特别

是，少数民族的行政首长在决策和政策执行方面具有

相当的自由裁量权和重要影响力。参照主动代表性官

僚制和象征性代表官僚制的相关理论来解释，少数民

族的官员倾向于实行有利于少数民族的政策，且大比

例的官僚代表可促使象征性代表官僚制发挥作用，进

而使少数民族群体对当地政府更加信任。此外，在汉

族聚居地，汉族官僚的代表比例明显高于该地区的少

数民族官僚代表。据此，提出以下两条假设： 

假设 H2：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少数民族民众对地

方政府的信任程度高于同地区的汉族民众。 

假设 H3：在汉族聚集地，汉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

信任程度高于该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众。 

另外，由于未规定汉族地区少数民族在当地政府

中的代表比例，所以在汉族聚集地少数民族官僚代表

比例显然低于少数民族聚集地少数民族的官僚代表比

例。代表程度的不同导致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民

众获得比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众更多的政策利益，

因而他们对地方政府更加信任。基于此，我们提出以

下研究假设： 

假设 H4：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少数民族民众对地方

政府的信任程度高于汉族聚居地(汉族人口占多数)的

少数民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 

较之于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汉族民众，汉族聚居地

的汉族民众相对处于主导地位，官僚代表比例相对较

高。且已有研究指出，少数民族人数占多数的官僚机

构将对该机构的代表性产生递减的边际回报。少数民

族聚集地的少数民族官僚代表过高挤压了少数民族聚

集地汉族民众的官僚代表空间，进而降低少数民族地

区汉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由此可提出以下研究

假设： 

假设 H5：汉族聚集地的汉族人口对地方政府的信

任程度高于少数民族聚集地汉族人口对地方政府的信

任程度。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该实证分析是基于 2010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

社会调查”(CGSS)中心提供的全国性数据。从 2011

年起，CGSS 问卷删除有关地方政府信任测量部分。

CGSS2010 版本是目前可获得的，且同时包含民族、

地区以及地方政府信任内容的最优全国性数据。

CGSS2010 数据涵盖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

含港澳台)的所有城市、农村家庭户，调查方案对全国

100个县级单位加5个大都市，480个村/居委会，12 000

户家庭的个人进行抽样调查，其中必选层 2 000 户，

抽选层 10 000 户。调查抽样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⑤。

CGSS2010 有效数据为 11 783 个，剔除缺失值，得到

有效样本数据 11 228 个。根据“民族−地区”匹配的

筛选原则，经筛选得到 9 614 个观测数据。 

(二) 变量说明 

1. 因变量 

大量研究以公共服务绩效[44]、相关群体利益实现

程度[45−46]等来测量代表性官僚制。这种以被代表群体

利益实现程度为测量指标是较直接的一种方式，但却

忽视利益实现过程中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以及代表性官

僚制的政治意义(民主)。学者 Hindera 曾提出，主动代

表性官僚制的实证研究不仅要区分官僚中的代表者以

及所代表的具体群体，还要重视政策制定过程[47]。代

表性官僚制的代表性可以从少数民族方面加强政府行

为的合法性[48]以及政府信任角度来研究。新近研究者

也发现代表性官僚制可以促进和提升公民对政府的 

信任[14,49]。 

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本文以政府信任来反映和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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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代表性官僚制。由于主动代表性官僚制强调官僚的

自由裁量权，相对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官僚自由裁

量权更充分，更能反映代表性官僚制。所以本文选取

地方政府信任为因变量。有关地方政府信任的测量，

CGSS2010 问卷中有直接测量题项，其中有一题是 

“您对本地政府 (农村指乡政府 )的信任程度怎么

样？”，选项 1 表示完全不可信；2 表示比较不可信；

3 表示居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4 表示比较可信；5 表

示完全可信。据此可反映地方政府信任。 

2. 自变量 

依据 CGSS2010 调查问卷中关于所在省份和民族

两个题项，筛选出四组自变量，即少数民族地区的少

数民族民众，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民众，汉族地区的

汉族民众，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众。其中，少数民

族地区特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五个自治区，少

数民族则仅限五个自治区命名的蒙古族、维吾尔族、

回族、藏族、壮族五个民族，非自治区命名的少数民

族则不计入，比如内蒙古自治区的回族民众不计入本

文所指的少数民族民众。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民

众是对五个自治区命名的主体少数民族的加总。少数

民族地区的汉族是指五个自治区的汉族民众的加总。

汉族地区是指除五个自治区外的省(直辖市)。汉族地

区的少数民族同样指蒙古族、维吾尔族、回族、藏族、

壮族五个民族的加总。之所以选择自治区以及五个自

治区命名的少数民族民众是因为我国在自治区实行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且五个自治区命名的少数民族分别

在其自治区内享有政策规定的官员代表比例，更易突

出代表性官僚制的特征。 

3. 控制变量 

代表性官僚制分析要基于有持久影响力的人口因

素，这是产生主动性官僚制的条件之一。严格意义上

的代表性官僚制是社会的真实写照，可以用很多变量

进行测量，比如种族、宗教、教育水平、社会阶层、

出生地、语言等[2]。相关研究倾向于控制与少数民族、

种族以及性别相关的人口特征变量。另考虑到政府信

任研究惯用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本研究选定性别、

年龄、教育水平、政党、个人收入作为控制变量。 

(三) 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地方政府信任水平为因变量，地区−民

族四种组合分别为自变量，在控制性别、年龄、教育

水平、政党、以及个人年度总收入等人口统计学变量

的条件下，运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别检验少数民族

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众、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民众、汉

族地区的汉族民众以及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众的代

表性官僚制。 

 

四、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1 显示，地方政府信任均值为 3.67，处于中间

水平。其中，选择“完全可信”和“比较可信”分别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9614 
描述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本地政府信任 
连续，1~5⑦ 1 5 3.67 1.11 

自变量      

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民众 定类，0=否，1=是 0 1 0.03 0.18 

少数民族地区汉族民众 定类，0=否，1=是 0 1 0.03 0.16 

汉族地区汉族民众 定类，0=否，1=是 0 1 0.93 0.26 

汉族地区少数民族民众 定类，0=否，1=是 0 1 0.02 0.13 

控制变量      

性别 定类，0=女，1=男 0 1 0.5 0.5 

年龄 连续，18~97 岁 18 97 48.99 15.35 

教育水平 连续，1~13⑧ 1 13 4.80 2.91 

收入水平 连续，0~600 万元 0 600 1.96 8.3 

是否党员 定类，0=否，1=是 0 1 0.13 0.34 

注：***.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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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14.4%和 40.3%，而选择“居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

“比较不可信”以及“完全不可信”的则分别为 18.4%、

12.1%和 4.8%。男女比例总体相同，党员所占比例为

13%。样本数据的平均年龄约 49 岁，教育水平普遍偏

低，多以初中学历为主，且个人平均年收入为 1.96 万

元，与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持平⑥。另外，

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民众比例差别不大，

而汉族地区的汉族民众占绝大多数，达到 93%，汉族

地区少数民族约占样本数据的 2%。 

表 2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组间 F 值 16.568，并

在 0.01 水平上统计显著，各组间地方政府信任存在显

著性差异。表 3 中 2*2 矩阵给出地区−民族四种组合

地方政府信任的均值及其两两方差分析。总体来看，

少数民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高于汉族民众，

进而证明假设 1 不成立。此外，少数民族地区少     

数民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最高，均值达 4.06，

而汉族地区汉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最    

低，为 3.65。 

 

表 2  单因素方差分析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组间 61.286 3 20.429 16.568 0.000 

组内 11 849.590 9610 1.233   

总数 11 910.876 9613    

 

同时，表 3 显示，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众

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民众两组间信任均值存在显著

性差异，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众与汉族地区的汉族

民众之间也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

民族民众与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众信任均值则不存

在显著性差异，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民众与汉族地区

的汉族民众同样不显著。 

 

表 3  地区−民族四种组合的地方政府(本地政府)信任水平

均值及其两两方差分析 

 
少−少 

(n=308) 

少−汉 

(n=250) 

汉−少 

(n=152) 

汉−汉 

(n=8904) 

地方政府 

(本地政府)信任 

4.06 

(0.0662a) 

3.69 

(0.077b) 

3.95 

(0.0791a) 

3.65 

(0.0117b)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SNK 检验，无共同上标

字母的表示存在显著差异(P<0.05) 

 

(二) 回归结果与分析 

为验证地区情景中不同民族代表性官僚制，分别

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汉族地区的汉族为参照

组建立回归模型 1 与回归模型 2。表 4 给出了有序

logistic 回归结果。结果显示，较之女性，男性对地方

政府更加不信任。年龄对地方政府信任则存在显著的

正向影响，相反，教育水平与个人年度总收入则对地

方政府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这与既有研究发现基本一

致，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对政府了解更多，较少表现出

盲目信任。而个人年度总收入越高的人，对地方政府

资源依赖程度下降，更能表现出对政府合理的认知。

此外，具有党员身份的群体比其他群体更加信任政府。

党员大多属于社会优秀分子或社会精英，其中相当一

部分是政府官员，因而他们对体制和政府可能更加认

同，产生高信任水平。 

 

表 4  地区情景中不同民族地方政府信任的有序 logistic 回

归分析 

 变量 
模型 1 

(少−少为参照组) 

模型 2 

(汉−汉为参照组) 

控制 

变量 

性别 −0.128***(0.038) −0.128***(0.038) 

年龄 0.013***(0.001) 0.013***(0.001) 

教育水平 −0.023***(0.008) −0.023***(0.008) 

是否党员 0.165***(0.060) 0.165***(0.060) 

个人收入 −0.009***(0.003) −0.009***(0.003) 

自变量 

(地区− 

民族) 

少−少 − 0.939***(0.113) 

少−汉 −0.786***(0.162) 0.153(0.120) 

汉−少 −0.476***(0.184) 0.463***(0.148) 

汉−汉 −0.939***(0.113) − 

 

LR 统计量 278.44*** 278.44*** 

R2 0.010 2 0.010 2 

N 9 614 9 614 

注：(1)***P<0.01，**<0.05, *<0.1；(2)括号内为标准误 

 

从模型 1 来看，相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民

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少数民族地区汉族民众对地方

政府信任的回归系数为−0.786，且在统计意义上显著，

说明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

平明显高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民众，验证假设 2 成

立。根据代表性官僚制理论，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政

府行政首长由少数民族官员担任，倾向于采取有利于

少数民族的政策，增加了少数民族民众对少数民族官

员以及当地政府的信任水平。 

另外，统计结果进一步说明，少数民族地区的少

数民族民众有着比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众更加信任

本地政府的趋势，且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假设 4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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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汉族地区少数民族民众缺乏有效代表，降低其

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而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众

受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保障，官僚代表性相对充足，

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更高。 

模型 2 统计结果显示，相对于汉族地区汉族民众

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众对地方

政府信任的回归系数为 0.463，且具有统计显著性，假

设 3 未得到验证。从官僚代表性角度来看，汉族地区

汉族民众应该比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众更加信任政

府，结果却恰恰相反。而且从模型 2 可以看出，汉族

地区的汉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低于少数民族

地区的汉族民众，但不具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进

而说明假设 5 不成立。代表性官僚制理论并未为此提

供合理性解释。 

(三) 讨论 

由于官僚代表性不同，地区情景中汉族民众与少

数民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呈现一定的差异，而且

同一民族民众在不同地区，对地方政府信任反差极大。

通过对地区−民族的回归分析发现，在少数民族地区，

少数民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要高于汉族民

众；而在汉族地区，汉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

却明显低于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众。虽然同一民族

在不同地区情境中对地方政府信任不具备统计意义上

的显著性，但却表现出相悖的趋向。一方面，就少数

民族民众而言，其在少数民族地区对地方政府的信任

程度要高于其在汉族地区。另一方面，从汉族民众对

地方政府的信任而言，其在汉族地区对地方政府的信

任程度要低于其在少数民族地区对地方政府的信任。

回归结果证实代表性官僚制在我国部分适用，但在理

论上有解释的限度，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何整体上汉族

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低于少数民族民众、汉族地区

的汉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低于汉族地区的少数民

族民众以及少数民族地区汉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

高于汉族地区汉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等   

问题。 

实际上，对西方代表性官僚制的研究忽视了少数

族裔等弱势群体在地区情景中的代表性问题，且忽略

了几种代表官僚制各自的适用领域。因此，当面对不

同情境、不同社会群体代表性问题时，现有研究几乎

采纳相同的分析理路，缺乏在具体问题上的理论建构。

针对代表性官僚制在我国地区情景中的有限解释，本

文在一定程度上修正西方代表性官僚制，构建了一个

适合中国情景的代表性官僚制分析框架，以期对地区

情境中不同民族的政府信任提供另一种理论解释。 

参照社会群体“利益实现程度”与“官僚代表性

程度”两个维度，将代表性官僚制划分为四种类型，

即剩余代表性官僚制、象征代表性官僚制、完全代表

性官僚制和实质代表性官僚制。在此基础上，传统的

被动代表性官僚制进一步细化为剩余代表性官僚制与

象征代表性官僚制，其特征是利益实现程度低，而主

动代表性官僚制则划分为实质代表性官僚制与完全代

表性官僚制，强调被代表群体实质性利益的实现。结

合地区情境下的民族及其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以

下是对代表性官僚制的进一步解释与拓展分析。 
 

 
图 1  中国情景中的代表性官僚制理论框架 

 

第一，完全代表性官僚制。完全代表性官僚制是

比较理想的状态，具备官僚代表程度和利益实现程度

双高的特征。当某一群体的官僚代表程度较高时，官

僚通过行动或者实行有利于被代表群体的政策，进而

将代表性转化被代表群体的实质利益，完全性代表官

僚制就发生了。完全代表性官僚制实际上是对少数民

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众对地方政府信任的一种描述。

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

族民众的代表性做出硬性规定，保证了少数民族民众

较高的官僚代表性。目前，“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行

政首长全部由少数民族干部担任”⑨。换言之，少数民

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众的官僚代表性程度较高，且地

方政府行政首长由少数民族官员担任，这些官员倾向

采取有利于少数民族的行为与政策，进而使得少数民

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众更加信任地方政府。此外，国

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政策，

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持续繁荣发展，从而提

升了少数民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总之，在

官僚代表性程度和利益实现程度双高的情况下，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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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明显

高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民众，同样，也高于汉族地

区的少数民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 

第二，实质性代表官僚制。它是指被代表群体的

官僚代表性程度低，利益实现程度高的一种代表性官

僚制。实质性代表官僚制适用于分析处于某一群体占

大多数地区内的少数群体的官僚代表性问题。在这里，

实质性代表官僚制被用来分析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民

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已有研究证实，社会普遍对少

数群体有一定偏见，认为政府和社会有责任尽可能多

地保护少数群体的利益。具体到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

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虽然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民

众数量占比相对较少，其官僚代表性程度也相对较低，

但是，汉族地区的地方政府主动作为，制定并实施区

别于汉族民众的优惠政策，为少数民族民众提供就业、

住房、子女入学等方面的帮助，积极帮助少数民族民

众融入当地的生产生活。汉族地区的地方政府不断实

现少数民族民众的利益，进而提升其对地方政府的信

任水平。较之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众，汉族地区的

汉族民众享受相对较少的优惠政策，从而会降低对地

方政府的信任。所以，在汉族地区，少数民族民众对

地方政府信任程度高于汉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 

程度。 

第三，剩余性代表官僚制。剩余性代表官僚制具

备官僚代表性程度和利益实现程度双低的特征，它用

来刻画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

就官僚代表性程度而言，理想的状态是，少数民族地

区的少数民族民众和汉族民众的官僚代表性应分别与

其所占的人口数量比例相一致。实际上，目前“少数

民族干部比例普遍接近或超过少数民族人口占当地总

人口的比例”⑩。也就是说，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民众

的官僚代表性比例可能要低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

族民众的代表性比例。此外，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行

政官员由少数民族干部担任，他们往往更多地关注少

数民族民众利益的实现。最主要的是，有研究发现，

在一定区域内，某群体利益实现可能会降低另一群体

的部分利益实现[38]。在少数民族地区资源有限的情况

下，少数民族民众较高的官僚代表性保证其利益的获

得，而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民众则可能产生相对不公

的心理，进而降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使得少数民族

地区的汉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低于少数民族民众

对地方政府的信任。 

然而，即使少数民族地区汉族民众官僚代表性比

例相对较低，利益实现程度相对较低，但少数民族地

区的许多政策很难将同地区的汉族民众排除在政策受

益范围外。与汉族地区的汉族民众相比，少数民族地

区的汉族民众仍然可享受同地区的普惠政策。所以，

少数民族地区汉族民众的政府信任程度相对要高于汉

族地区汉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另外，部分研究

指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越低，民众对

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则越高[50−51]。少数民族地区大多

在西部边疆，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程度较低，与内地(汉

族地区)的汉族民众相比，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

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较高。所以，少数民族地

区汉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高于汉族地区汉族

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 

第四，象征性代表官僚制。象征性代表官僚制是

对官僚代表性程度高、利益实现程度低的一种描述。

汉族地区的汉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与此相符。这

里象征性代表官僚制与西方象征性代表官僚制理论有

诸多相似之处，它是通过增加官僚队伍中少数群体的

官僚代表性比例，倡导民主、平等的政治氛围，以提

高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虽然汉族地区的汉族官僚

代表性程度高，但其利益实现程度并未显著增加。相

反，汉族地区汉族民众的利益实现程度甚至低于汉族

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众，以至于出现汉族地区汉族民众

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低于同地区少数民族对地方政

府信任水平的现象。 

需强调的是，一定条件下，通过改变官僚代表程

度和利益实现程度，上述四种代表性官僚制之间可以

相互转化和调节，并存在多样转化机制。 

 

五、结论与不足 

 

有关西方代表性官僚制的研究已有大约 70 年的

历史，而国内对代表性官僚制的研究却较为罕见。代

表性问题是现代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52]。对代表性官

僚制的分析，实际上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更深层次的问

题，即在群体流动、阶层分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当

下，如何正确理解各个群体(包括传统少数群体)的官

僚代表性及其衍生性问题。因为，官僚代表性不仅涉

及不同群体利益，它更多关系着政府信任、政治合法

性等重大问题。为此，本文利用 CGSS2010 数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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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官僚制理论进行检验，建构基于中国情境的代

表性官僚制框架，并对实证结果予以分析，某种程度

上修正了正西方代表性官僚制理论。 

第一，地区情景因素是影响代表性官僚制的一个

要素，它可以调整、改变代表性官僚制的作用机制与

作用强度。不同地区情景下的汉族民众和少数民族民

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存在差异，且少数民族民众整体

上表现出更高的地方政府信任水平。在少数民族地区，

少数民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高于汉族民众对

地方政府的信任；而在汉族地区，少数民族民众对地

方政府的信任仍然显著高于汉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

任。另外，从汉族民众所处的地区情景来看，少数民

族地区的汉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亦高于汉族

地区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这些发现是以往的代表

性官僚制研究未曾关注甚至是常常忽略之处。实际上，

少数民族民众和汉族民众的代表性官僚制差异源于其

所处的地区情景。 

第二，官僚代表性程度并非是衡量代表性官僚制

的唯一标尺。官僚代表性程度仅是代表性官僚制的一

个基本前提，而被代表群体的利益实现程度则是代表

性官僚制的实质。研究发现，现实中存在着许多类似

汉族地区少数民族民众的代表性官僚制，其官僚代表

性程度低，实质性利益程度高；也存在类似汉族地区

汉族民众的代表性官僚制，其官僚代表性程度高，利

益实现程度却很低。上述发现质疑着以单一代表性为

衡量尺度的代表性官僚制，利益实现程度亦为代表性

官僚制重要的衡量标准。相应地，以官僚代表性程度

支撑的、西方式的象征性代表官僚制并不是提升政府

信任的最佳选择。相反，应在确保群体官僚代表性的

基础上，注重群体利益的实现程度，以更好实现所代

表的群体利益。当前，国家治理进程中出现一种新趋

向，即国家借助行政吸纳[53]、体制吸纳[54]以及政治吸

纳[55]等策略增强新兴社会群体代表性，确保新兴社会

群体与政府良好互动并提升其政府信任水平。此种策

略短期内可提高被代表性群体的政府信任，但从长远

来看，这种象征性代表的作用有限，并不持久。国家

吸纳会导致代表者完全体制化，偏离被代表群体利益，

最终会降低被代表群体的政府信任，由此导致的信任

落差往往难以弥砌，值得引起关切。 

第三，代表性官僚制在实践应用中存在一定悖论。

官僚代表性并非越充分越好，代表性超过一定限度，

则会对其他群体的利益造成伤害，降低社会总体福利

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民

众过高的官僚代表性对汉族民众的官僚代表性形成

“挤压效应”，汉族民众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代表，进而

降低汉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鉴于此，地方政府

应在官僚代表性程度和利益实现程度中找到平衡点，

这是至关重要的。 

本研究的不足在于未能完全克服内生性问题，无

法排除由中央的优惠政策造成的少数民族民众对地方

政府信任的影响。另外，本文构建的四种代表性官僚

制仍需进一步分析与验证。经验数据与计量方法亦是

后续完善的地方。 

 

注释： 

 

①  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6 年 12 月 1 日《发展权：中国的理

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2016)。 

②  数据来源于《中国民族统计年鉴 2016》。 

③  数据来源于人民网地方领导资料库以及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

口普查数据，统计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4 日。 

④  国务院新闻办《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

2016-12-01。 

⑤  参见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第二期(2010—2019)抽样方案。 

⑥  2010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109 元，参见《中国统计

年鉴 2011》。 

⑦  1=完全不可信，2=比较不可行，3=居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

4=比较可信，5=完全可信。 

⑧  1=没有受过任何教育，2=私塾，3=小学，4=初中，5=职业高

中，6=普通高中，7=中专，8=技校，9=大学专科 (成人高等

教育)，10=大学专科(正规高等教育)，11=大学本科(成人高等

教育)，12=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13=研究生及以上。 

⑨  国务院新闻办《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

2016-12-01。 

⑩  国务院新闻办《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

2016-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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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ations and transcendence of western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 theory: An investigation into public trust level  

in local govern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ic-regional matching 

 

WU Junwe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GSS2010, we conducted an empirical study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presentative ethnicity and public trust in the local government under the regional context in order to testify and reflect 

on the application and its degree of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 in China. The study finds that after the regional factors 

are increased, the mechanism and intensity of the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tic system have changed, and that Han 

majority and ethnic minorities reveal different degrees in trusting local governments in different regions. In areas of 

ethnic minorities, trust of ethnic minority people in local governments is higher than Han people, while in Han areas, 

minority people's trust in local governments is still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Han people. In addition, government 

trust of Han people in minority areas is higher than that in Han areas, which, however, seems to be unable to be 

reasonably explained by the theory of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 in the West. The extent of bureaucratic 

representativeness is not the only criteria to measur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re exists some room for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 to expand. Hence, the study has constructed the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 theory with the extent of bureaucratic representativeness and the extent of benefits 

realization as the standards so as to enhance the theoretical explanatory power. 

Key Words: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 government trust; ethnic minorities; degree of 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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